
否定之否定①：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比较与改进
——兼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楚永生，王云云，高 頔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选择，究其原因：其一，刘易斯

模型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理论，而托达罗模型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定阶段的理论；其二，刘

易斯模型是从宏观经济结构转换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称为“过程论”，而托

达罗模型是从微观个体决策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行为，称为“决策论”；其三，刘易斯模型侧重点是解决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托达罗模型侧重点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两大理论模型的共同缺陷是在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没

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国情和制度因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因此，基于中国农村

劳动力流动的阶段性，从决策主体的时间、土地产权和户籍制度等变量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并提出我国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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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乡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要素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

道路的必然选择。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1］，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

门和边际生产率较低甚至为负的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会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源源不断地向边

际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毕，发展中国家就完成了工业化和

城市化过程，这一论断被称为“二元经济理论”或“刘易斯模型
②
”。自该模型诞生以来，围绕着该模型的修

正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从发展中国家城乡普遍存在失业的前提出发，认

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并不是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是取决于预期城市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

和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并据此提出“托达罗模型”［2］。该模型强调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城市较多的

失业问题，主张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发展农业生产，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

型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开出了截然不同的“药方”，并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争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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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被称为“二元经济理论”，国内学者王学真、刘英群等认为，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都是对发展中国家劳

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但结论和观点有很大不同，政策建议截然相反，故托达罗模型是对刘易斯模型的否定[3－4]。但笔者认为，托达罗模型

不仅意识到了刘易斯模型的缺陷，同时也是对刘易斯模型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即否定之否定。

②刘易斯模型最早由刘易斯提出，其后经过费景汉、拉尼斯等进一步完善。尽管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理论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但

并没改变刘易斯理论的精髓。因此，笔者把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理论或模型，简称为“刘易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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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笔者尝试分析两大经典理论模型产生的背景、适用性以及缺陷，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和

阶段性进行理论模型改进，并提出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二、“过程论”：经典“二元经济理论”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这些发展中

国家普遍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国，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3］。因此，这些国家首要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理论研究，却非常

罕见。美国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化》（1952）在创刊词中指出：“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讨论仅仅

停留在个别观点上，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列出了一份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但没有系统的因素表……即

便仔细考察现有文献，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更找不到学者们就哪些问题才对发展中国家研究

具有重要性的一致意见。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片充满贫困恶性循环、变革障碍以及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之类说法的原始丛林”［4］。

基于这一研究背景，刘易斯一方面考察了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在 1850年，主要发达

国家的城市人口总数大约只有 4000万人，而到 1950年则增加到 4.49亿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达到 4亿多人［5］；另一方面他又从发展中国家“落后因素列表”中

发现了传统农业部门生产方式落后，剩余劳动力过多，生产率十分低下，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找到了摆脱贫

困的钥匙。据此，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一

文，标志着“刘易斯模型”的诞生。

刘易斯模型最大贡献不是其“二元研究方法①”和“剩余劳动

力”概念，而是他提出的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源源不断向现代城市

部门转移的过程［6］，故称为“过程论”。这一过程可分为“古典阶

段”和“新古典阶段”，其转折点为“刘易斯拐点②”，见图1。

在图 1中，横轴代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数量，纵轴代表劳动力

价格或工资率。M1N1、M2N2、M3N3表示现代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

力的需求曲线，SS曲线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在SH

阶段，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生

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即只需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W1，就可以获

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称为“古典阶段”。在HS阶段，则意味着随着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劳

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称为“新古典阶段”，其转折点H为刘易斯拐点。后来的经济学家拉尼斯

和费景汉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模型，把“新古典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隐性劳动力转移时期。

在HG阶段，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劳动力转移开始引起农产品总量的减少，农产品价格

上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从而推动现代工业部门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

第二时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枯竭时期。在GS阶段，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由“生存收入”决定，而是

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且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逐步趋于相等，“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如图1中，G点之后的部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很快。

刘易斯模型从其诞生以来，一直被作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灵丹妙药”。但

①“二元研究方法”被称为“二元研究范式”，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把经济分为传统或生存部门与

资本主义部门，并把劳动生产率作为主要的研究变量。刘易斯这一二元经济分析理论，后被称为“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如

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沿用了这一分析范式，这些理论也统称“二元经济理论”。

②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向“新古典经济条件”跨越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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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实践，这一模型暴露出以下局限性：其一，农业劳动力同质性假设。与其他二

元经济理论或模型一样，刘易斯模型前提假设是农业劳动力同质的。但是，这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实

际上流出的是教育程度不同的异质性劳动力现实恰恰相反。由于存在劳动力的异质性，这意味着必须对

刘易斯模型劳动供给曲线进行改进，如周清杰的‘Z’字形供给曲线［7］、杨国才的向右上攀升阶梯状折线［8］、

刘勇的向上弯曲拐折曲线等［9］。其二，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或恒定状态假设。刘易斯模型认为，在农业部

门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之前，农业部门发展处于停滞或恒定状态。这一假设一方面

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相符，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农业部门会不断积累资

金，且生产能力和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这一假设所描述的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

它忽略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发展的作用［10］。其三，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中性假设。刘易

斯模型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会带来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而资本积累又成为工

业部门不断扩张和吸纳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源泉，并引发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但是，这种技术进步

是不会改变资本与劳动投入比例关系，即技术进步的中性假设。显然，这与经济运行的现实不相符。通

常来说，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会导致对人力资本积累较高的技能型

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人力资本成本约束以及稀缺性出发。那么，工业部门必

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雇佣到合格的劳动力，这意味着原有劳动需求曲线斜率变大，从而也改变了资本与

劳动的组合比例关系。其四，实际收入差距动因假设。刘易斯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因是

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实际工资收入差距，而实际工资收入差距又取决于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

异。在这里，刘易斯模型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完全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而忽略了家庭、社

会心理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当城市存在失业和就业风险的情况下，刘易斯模型将面临无法给出

合理解释的尴尬处境。

三、“决策论”：“二元经济理论”批判继承

20世纪 70年代，刘易斯模型所提出的理想工业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出现了过度损害农业而

发展工业的情况。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

严重失衡。显然，这些现象一方面与刘易斯模型基本假设相矛盾，另一方面该理论本身也无法做出合理

的解释。因此，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和《第三世

界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模型，简称“决策论”［11－12］。在这里，托达罗模型既沿袭

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范式，同时也认识到刘易斯模型的缺陷并进行了相应改进。该模型表

示为：

Rt = Yu ( t ) •π t - Y r ( t ) （1）

Qt = f ( Rt) f ′ ≻ 0 （2）

在式（1）中，Qt 为 t期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数量，Rt 为 t期预期城乡收入的差异，f' ≻ 0表示农村

劳动力迁移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在式（2）中，Yu ( t )为 t期城市实际工资，π ( t )为 t期就业概率，

Yr ( t )为 t期农村实际平均收入，也是劳动力迁移的机会成本。假如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迁移就业概率 π t = 1。那么，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行为决策就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托达罗模型表

明，城市即使存在大量失业现象，只要劳动者预期迁移城市获得的收入大于农村实际平均收入，劳动力就

会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见图2。

在图 2中，DM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DN是现代工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横轴OMON表示社

会总劳动力供给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的工资为WN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业量为QNON。假

如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稍高于WN，这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不断向工业部门流动。假如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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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工资高低能够随劳动力供求灵活变

动，那么伴随着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农业

部门劳动力工资也会随之上升，当农业部门工资与工业部门

工资相等，即农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与工业部门劳动需求曲

线交于均衡点E，会实现两大部门的充分就业状态，均衡工资

为 WE。农业部门均衡就业量为 ONQE，而工业部门均衡就业

量为 OMQE。但实际上，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往往具有刚性，

如果城市工业部门实际工资为WM，农业部门工资为WN，即使

农业部门劳动者愿意接受工资为WE，也必然会导致城市存在

大量失业现象。

托达罗模型是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批判和继承基础

上提出的。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转移，该模型也暴露出以下缺陷：其一，“个人理性”假设。

尽管托达罗模型考虑到城市失业因素，但其基本假设仍离不开个体理性假设，即“经济人”假设。但是，事

实上，城乡劳动力流动微观基础是家庭理性经济决策行为，这种决策是在保证家庭基本生活和获得最大

化收入之间的一种风险-收益组合，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理性决策。其二，没有考虑“非经济”因素影响。托

达罗模型将劳动力流动视为一种受比较利益驱使的理性经济行为，实际上没有考虑“非经济”因素对劳动

力流动的影响［13］。考虑到劳动力流动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不能仅局限于“经济人”假设，而

应是“复杂人”假设。其三，没有考虑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和市场分割问题。托达罗模型暗含实施迁移行

为的劳动者永远居住城市，这明显与中国的现实不相符［14］。由于户籍制度和市场分割，农村劳动力流动

大部分是临时性务工。同时，劳动者就业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其就业工资水平远低于城市正规部门，也不

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出现大量农民工季节性迁徙行为，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四、比较与改进：中国城镇化“二元经济理论”应用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是劳动力转移的两大经典理论，其共同点：一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二元

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也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理论基础。该理论从产业

角度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系统分为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部门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

刘易斯模型揭示了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过程，而托

达罗模型则分析了城市中存在失业状态下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个人决策机制。二是理性

“经济人”假设。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都是建立在劳动者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刘易斯模

型强调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差异是劳动力转移的动因，而托达罗模型强调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很明

显它们都是基于劳动者经济理性的考察，而忽略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三是城乡劳动力同质

性假设。托达罗模型意识到城市存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且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首先在非正规部门

就业，但没有对其原因进行探讨。这是因为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一样，都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人力

资本积累的差异，尤其是在教育、技能、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劳动者就业领域的不同，并由此会造成

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四是忽视第三产业的存在。由于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受时代背景限制，加

之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基础，使它们更多地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关系，而忽略

了第三产业的作用，尤其是忽略了第三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贡献。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差异表现在：一是理论背景差异。刘易斯模型是在 20世纪 50年代提出

的，它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经济结构单一，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存在农村劳动力

无限供给；托达罗模型是在 20世纪 60年代末期提出的，它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特定阶段，

图2 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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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阶段出现了城市大量失业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存的现象。二是分析视角差异。刘易斯模

型是从宏观经济结构转换的静态视角来分析通过实现工业化促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

换，而实现这种转换的必然趋势就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托达罗模型是从微观个体决策

行为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预期收入差异越大，农村人口流入城

市的动机便越强。三是理论侧重点差异。刘易斯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来

摆脱经济结构单一和贫困问题，其理论侧重点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托达罗

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城乡均衡发展战略，来解决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其理论侧重点是解决劳动

力转移过程中的城市失业问题。四是政策含义差异。刘易斯模型政策含义是强调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

市转移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紧密结合，避免了城市化滞后和过度城市化问题。与此相

反，托达罗模型政策含义是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减少城市失业，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综合

开发，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业。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但也暴露出

两大理论模型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国内学者伍向文、朱熠等针对两大理论模型暗含的劳动力同质性假

设，提出应从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差别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15－16］；柯荣住、李富有等针对两大模型暗含

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指出转轨经济国家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一定程度

上隔离了城乡经济联系和要素的自由流动［17－18］。鉴于此，陈会广、秦雪征、钟水映等分别从户籍制度、农

地制度、社保制度等制度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相应拓展和修正［19－21］。

以上这些学者针对托达罗模型局限性的拓展和改进基本上是拘囿于托达罗模型框架内的修补，并没

有考虑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和复杂性，蔡昉、刘传江等曾提出中国城镇化的“两过程、三环

节”假说［22－23］。建立在市场理论基础上的托达罗模型，其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农业人口非农化与农村人口

城镇化同步完成，这与我国劳动力迁移过程存在较大不同。朱要龙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土地依附效应，

并将城镇化过程重新分解为：农业退出、城市进入和农村退出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个体决策行为分为

乡城流动、城市留居和城市落户［24］。这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应从决策主体变化、短

期和长期以及制度变化等多种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

1.农业暂时退出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只是短时间离开土地，农忙或城市无工可做时其会

重新返回农村，收入包括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劳动力流入城市动机是获得个体或家庭收入或收益的最

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期流动决策依据是预期城乡净收入的大小，托达罗模型改进为：

NR1 = ∫
t = 0

n

{ [ π ( t )Yu ( t ) - Yr ( t ) ] - [Cu ( t ) - Cr ( t ) ] + PRg} e-rtdt （3）

Q1 = f ( NR1) f' > 0 （4）

在式（3）中，NR1表示农业暂时退出阶段劳动者离开农业生产到城市务工预期城乡收入净贴现值，

Yu（t）和 Yr（t）分别表示这一阶段劳动者在城市务工和乡村农业生产的平均工资，π(t)表示这一时期在城市

中找到工作的累积概率，Cu(t)和Cr(t)分别表示劳动者城乡生活成本，P表示家庭人口的数量，PRg表示家庭

成员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家庭收入或收益，Q1表示这一阶段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劳动力流动规模，f´＞0表

示农村到城市务工劳动力流动规模是预期净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劳动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越

大，劳动力到城市务工规模越大。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者流动

距离较近且可随农忙返乡务农。这样，农村劳动力暂时退出农业生产不会影响农业的产出和收益，而城

镇务工成本也仅是劳动者离开家庭的心理成本和交通成本。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更适合用刘

易斯模型的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来进行解释。

2.农业长期退出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将长期退出农业生产，其收入主要来自城

市的务工收入且常年留居城市，但是农村劳动者仍保留土地产权，并形成“进城能打工，退守能种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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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护机制。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迁移城镇的决策取决于家庭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托达

罗模型改进为：

NR2 = ∫
t = 0

∞

{ [ Lnπ ( t )Yu ( t ) - Yr ( t ) + PWus + PWrs] - [ LuCu ( t ) - LuCr ( t ) + LuCus ( t ) } e-rtdt （5）

Q2 = f ( NR2) f' > 0 （6）

在式（5）中，NR2表示在农业长期退出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长期留居城市的净效用或净福利贴

现值，这一贴现值越大，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留居城市的规模越大。Ln表示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Yu(t)

和 Yr(t)分别表示这一阶段劳动者在城市务工和乡村农业生产的平均工资，π(t)表示这一时期在城市中找

到工作的累积概率，P表示农村劳动者家庭人口的数量，Wus表示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留居获得的家庭福

利改善，包括教育、医疗服务和生活环境改善等，Wrs表示农村劳动者家庭保留土地产权获得的土地福利，

LuCu(t)和 LuCr(t)分别表示农村劳动者城乡生活成本，LusCu(t)表示农村劳动者长期留居务工所支付的制度

成本，包括劳动者融入城市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因户籍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市福利制度的

排斥等。学者邹一南认为，农村劳动者虽然面临户籍制度管制带来的市场分割和城市福利排斥等影响，

但是“城市进入-城市留居”仍然是改善其家庭在农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25］。在这一阶段，

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从农业中长期退出的条件是净福利贴现值大于或等于零，而满足这一条件的基本因

素是城市务工收入能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水平高于留居农村。这也意味着，为获得更高劳动报酬留居

城市的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3.农村退出——城市融入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将完全放弃农村土地产权或者一

次性出售土地产权，由此将农村户籍转为非农业户籍，其全家迁移至城市，其工作和生活完全市民化，即

城市融入。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将失去了土地的产权收益和保障功能，直接面对城市内部

户籍制度的制度成本，其农村退出-城市融入的决策依据是预期非农化城市定居带来的家庭福利或效用

大于保留土地产权的农业退出家庭福利或效用。据此，托达罗模型改进为：

NR3 = ∫
t = 0

∞

{ [ Lnπ ( t )Yu ( t ) - Yr ( t ) + PWus] - [ LuCu ( t ) - LuCr ( t ) + LuCus ( t ) } e-rtdt （7）

Q3 = f ( NR3) f' > 0 （8）

在这一阶段，NR3表示在农村退出-城市融入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完全非农化所获得净福利

的贴现值。式（7）与第二阶段的式（5）相比较，缺少了PWrs，这意味着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失去了土地产

权的收益和保障，同时，PWus表示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可获得城市生活福利，由于农村退出-城市融入

的非农化会使农户获得城市福利增加（如获得城市居民失业培训、低收入补助、失业救济等），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补偿农户非农化而导致的土地产权损失。此外，LuCus(t)表示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的制度成本，由

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融入也会减少城市就业的制度排斥成本。基于以上因素，农村退出-城市融

入对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来说也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愿意放弃农

村土地产权的原因是融入城市获得的城市居民福利和社会保障能补偿非农化土地产权损失，而这一条件

的实现则取决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户籍制度的完善。

五、借鉴与启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城镇化是城镇经济发展吸引农村居民进城务工、进城定居，并进而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分享城市文

明成果的过程。当然，城镇化绝不是以农村劳动者短期进城务工的人数或规模为标准，而是农村劳动者

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通常用城市化率来衡量。截至 2017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58.52%，

与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城市化率 80%以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城镇化既是推动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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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是衡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刘易斯模型

和托达罗模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指导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其理论

本身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规律，但也应看到两大模型理论的局限性。基于我

国城镇化过程三阶段的托达罗模型改进，本文提出如下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与户籍相关的差别待遇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城市融入的制度障碍，而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依附于其上

的各种福利、政策以及相应管理方式［26］。在城市中存在两种福利：一是户籍福利，包括就业保障、子女教

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公共品；二是非户籍福利，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非正

式的就业机会、秩序、信息、环境和文化等一系列非竞争性公共品。在第三个阶段托达罗模型改进中，建

立在人口迁移行为决策的理性选择假设是家庭福利最大化，而家庭福利包括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的总

和。户籍制度俨然是以户籍性质和户口所在地为依据的权利界定和福利分配制度，它直接导致农村居民

城镇化只能是“半城镇化”或名义上的城镇化，却不能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此，消除与户籍

相关的各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剥离户籍中隐含的各种公民权利和社会服务，建立以常住人口登记为基本

依据的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城市管理制度是推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政策选择。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交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如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按照承

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如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

的市并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如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强行收

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这意味着，农户将户籍转为设区的城市户口或非农户口，必须交回农村土地的承

包权，甚至在某些土地稀缺的省份还要求交回宅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冀研究员通过全国性调查数据

统计分析发现：如果要求农户交出承包地，则有近 90%的农户不愿意进城落户，其原因是农户想保留承包

地和宅基地［27］。尽管土地的种植收益在农户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但对于他们来说，土地为他们提

供了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即“进城能打工，退守能种田”。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村土地开发的经济价值

在不断提高，农户更不想放弃土地承包权所隐含的巨大经济收益。因此，国家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

取向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地位不动摇，并逐渐向追求效率的经济功能与赋予权利的保护功能

让渡［28］。

（三）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提升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

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匮乏是困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难题，也是制约农村劳动者城市融

入的重要因素。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转变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村劳动者在城市就业竞争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劳动力市

场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失衡现象。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一方面会影响其城市就

业能力和就业水平，另一方面会影响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过程。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人

力资本水平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融入的重要条件。

（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

城市化、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过程，是刘易斯模型所强调的劳动力转移的政

策选择。与此相反，托达罗模型强调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业。无论刘

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对劳动力转移问题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

质，其根本原因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采取的“城市发展偏向”战略，更多

借鉴了刘易斯模型的政策导向，由此带来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单方向向城市集中。这种政策

在短时间内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城市快速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大城市病”和农村的边缘化

和空心化问题。因此，要改变要素的单向流动，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达到全社会资源要素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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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必须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中国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和新常态。

六、结论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核心问题，而作

为劳动力转移的两大经典理论——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分别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

劳动力转移政策选择，究其原因：其一，背景差异。刘易斯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初期，

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状况下，提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不断向城市转移，直到

转移殆尽，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与此相反，托达罗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特定阶段，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存的情况，提出了控制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减少城市失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其二，视角差异。刘易斯模型是从宏观经济结构

转换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而实现这种目标的政策选择是农

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完成转移。托达罗模型则是从微观个体决策行为视角，分析农村劳动

力转移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而这种预期收入差异越大，农村劳动力会流入越多的城市，并带

来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其政策选择是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其三，侧重点差异。刘易斯模型

侧重点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托达罗模型侧重点是解决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

城市失业问题。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

现象，但也暴露出两大理论模型的局限性。一方面，两大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发展中大国特殊的国情和制

度因素影响，尤其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无论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

仅仅看到劳动力转移的单一方面（农村生产力落后或城乡收入差异），实质上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在于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由此，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并从我国城镇化过程三阶段的

托达罗模型修正中获得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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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gation of Negation：：Comparison and Modification of Lewis
Model and Todaro Model：：

A Study on the Policy Choice of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CHU Yongsheng，WANGYunyun，GAO D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

Abstract：：Lewis Model and Todaro Model provide two opposite policy choices for labor force transf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d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Firstly，Lewis model is suitable for the early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ile Todaro model is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c stage of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ec-

ondly，Lewis mode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analyses the process of labor

transfer from agricultural sector to modern urban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is called“process theory”，while

Todaro model analyses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from micro-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per-

spective，which is called“decision theory”. Thirdly，Lewis Model focus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that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rings，while Todaro Model focus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urban unemployment. The common defect of

the two theoretical models is that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in explain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especially the complexity and phases of the transfer of ru-

ral labor force in China，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fore，this paper tries to modify the Todaro Model from the vari-

ables of the stage of rural labor mobility，the decision-makers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and proposes the policy op-

tions for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Key Words：：Lewis Model；Todaro Model；dual economic theory；labor force transfer；urbanization；surplus labor force；

Lewis turning-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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